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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很难在地域开放、信息

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孤立前行；反之，会以不同

的路径与效率逐渐扩散、并产生一种运用范围更

为广泛的政策效果。罗杰斯对政策扩散作过一

个代表性的界定，他认为，“一项创新通过某种

渠道随着时间流逝在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之间

被沟通的过程”就是政策扩散。[1]西蒙斯等人

进一步指出“扩散是国家之间在进行政策选择

时的相互依赖的过程”。[2]王浦劬对政策扩散的

内涵进行了更加本土化的解释，他认为“所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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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策扩散动因是政策扩散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目的是揭示政策扩散的驱动力与

影响因素。关于政策扩散动因理论层面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适用于我国的政策扩散动因分析

框架仍相对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与实际的脱节。此外，针对具体政策扩散的实证研

究和案例分析仍相对匮乏，不利于对已有观点的检验和完善。因此，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的领导体制、府际关系、治理体系等方面的特点，梳理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扩散

动因分析框架。同时，选择“药品零加成”政策作为分析案例，结合实地访谈、新闻报道等资料，

对“药品零加成”政策在我国30个城市间扩散的动因及这些动因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

发现，“药品零加成”政策扩散是典型的“试点+推广”模式，是内在驱动和外在拉动共同作用

的结果，此政策扩散动因分析框架对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框架所列的8种动因中，模仿、学

习、竞争、行政指令、公民和媒体这6种动因发挥了显著作用，而社会组织和公共事件则并未产

生重要影响力。同时，行政指令这一外在动因具有特殊性和优先性，是对该政策影响最大的动

因。从整体上看，内部驱动的作用大于外部拉动的作用，内在动因起主要驱动作用，其他外在动

因起支持辅助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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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是指一种政策活动从一个地区或部门扩散到

另一个地区或部门，被新的公共政策主体采纳并

推行的过程”。[3]政策扩散动因是政策扩散理论的

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目的是揭示政策扩散的驱动

力与影响因素。

关于政策扩散动因，国内外学者建构了不同

的分析框架。西方学者普遍采用四分法进行分

析。斯潘和沃登认为政策扩散主要受四种动因

的影响，包括向早期的政策接纳者学习、邻近城

市之间的经济竞争、大城市之间的模仿和州政

府的强力推进。[4]马什和沙曼认为学习、竞争、

强制和模仿在政策扩散中发挥主要作用。[5]多宾

等人认为建构主义理论、强制理论、竞争理论和

学习理论这四种理论可以解释政策扩散。[6]托本

则从效仿、社会化、学习和外部性这四个角度对

政策扩散动因进行划分。[7]国内学者关于政策扩

散动因的本土化研究则略显贫乏，较完整的解释

有王浦劬和赖先进的五分法，即学习机制、竞争

机制、模仿机制、行政指令机制和社会建构机

制。[3]杨代福从影响因素和机制两方面进行了分

析，其中，影响因素包括动机因素、资源/障碍因

素、其他政策、外部因素和政策创新属性；机制

包 括 强 制 、诱 致 、学 习 、竞 争 、模 仿 和 社

会 化 。[8]由此可知，虽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

角解释政策扩散动因，但在学习、模仿、竞争、社

会化等影响因素方面却具有一致性。与此同时，

朱旭峰、朱亚鹏、张克、李健等学者还结合具体

政策检验了政策扩散的动因理论[9-12]。

纵观政策扩散动因的研究现状，正如汤川等

人所言，“目前对于扩散机制分类的研究已经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研究这些机制在何时、以怎

样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尝试却很少”，[13]缺乏政策实

践对扩散动因分析框架的检验与修正，缺乏中国

视野下政策扩散的动因分析，缺乏对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政策如何扩散的深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着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因此，今后研究的重点

是通过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演绎和检验已有的理

论和框架，归纳并发现新的视角和动因。

“药品零加成”政策是本文的分析案例。

2009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推进医药分开，

积极探索多种有效方式，逐步改革以药补医机

制。通过实行药品购销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

务 类 等 多 种 方 式 逐 步 改革 或 取消 药品加 成

政 策 ①”。[14]在政策稳步推行8年之后，2017年4

月公布的《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

的通知》明确指出，“9月30日前，全面推开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中药饮片除外）”。[15]截止到2017年6月，这项

政策已经涵盖全国各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

200多个主要城市。

具体而言，本文选择“药品零加成”政策作

为分析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四点原因。第一，这

项政策的背景是改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以药

养医”现象，促进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属性，消除

“看病贵”等社会问题，其影响涉及全国各级

公立医院、患者以及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

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研究价值。第

二，我国的政策扩散模式从空间维度看基本可

分为垂直与水平两个方向：垂直上分为自上而

下的“全面铺开”模式、“试点+推广”的扩散模

式与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模式[16]；水平上

包括同一层级政府和不同发展水平间的区域政

府的扩散模式。但实际上，“社会科学家和政治

学家一般都将政策扩散视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去

理解，却很少将其作为一种复杂的系统进行研

究”。[17]然而政策扩散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

不仅仅是从一个地方政府扩散到另一个地方政

府。政策扩散现象往往存在于一个立体的政策

扩散网络中，兼具垂直与水平的扩散模式。遗

憾的是，这种源自不同依赖关系的“非线性扩

散”研究相对匮乏，更多的是针对某一扩散模

①我国于1954年正式出台药品价格加成政策，截至2009年共推行了55年，并成为医院创收的重要途径，但也导致了

“以药养医”“看病贵”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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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在动因

1.模仿      模仿是政策制定者直接套用某

一辖区内政府创新政策的“政策克隆”过程，表

现为一定的跟风效仿。在我国，政策模仿一般

发生于地方政府之间，尤其是在省级政府出台

一项新政策后，其辖区内的各市级、县级政府

都会纷纷模仿。从行政体制追溯，这源于自上而

下的“中央集权”行政安排，地方政府在权力归

属、权力关系和权力运作方面都有很强的相似

性，甚至呈现出“同构”的特色；这种在政治上

异质性较弱的特点为地方政府间的政策交流提

供了便利条件。因此，地方政府也最有可能从其

同类组织中学习和效仿，进而推动政策扩散。[19]

这也是中国政府不同于西方的重要政策表现。

2.学习      政策学习与政策模仿在概念界

定和政策行为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都表现为对

成功政策经验的借鉴。不同之处在于，政策学习

是一种“教训—汲取”的特殊类型，“面对共同

的问题，城市、地方政府和国家可以从相对应

的决策者那里学习如何应对”。[20]或者说，学习

关注的是行动，模仿关注的是行动者[21]。由学

习动机主导的政策扩散在我国极其普遍，主要

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同一行政层级的地

方政府往往面临相似的公共政策问题。政策学

习的沟通方式更易促进公共政策的相互扩散。

第二，不同发展水平间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

具有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扩散的梯度性。

例如，我国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政策学习就

体现了这种位势差。第三，地理位置的邻近总

带有区域性政策的明显特征。我国因地理位置

形成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圈都有各

自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产业型特征；在各自经济

优势范围内所形成的产业政策，可以在政策成

本和扩散阻力较低的情况下实现政策扩散。第

四，各级、各区域的地方政府总存在不同的亲近程

度，而地方政府间频繁的政治交往和经济合作都

在很大程度上为政策扩散提供了优先条件。

3.竞争      所谓竞争，即地方政府竞争，是

指地方政府在政府利益的驱动下展开的对流动

性稀缺资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22]竞争机制如

何影响政策扩散，可以从竞争压力的角度进行

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主要源于上级

政府，如绩效考核和人事管理制度，而非西方的

政治舆论和政党选举压力。当然，对劳动力、资

本、技术等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竞争始终是地方

政府不竭的追求动力；除此之外，机会作为一种

稀缺且一定程度排他的资源，[22]也已成为一种

竞争要素。由竞争驱动的政策扩散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同一层级的地方政府，其

中省级政府的竞争尤为激烈。除此之外，直辖

市政府间的政策竞争也很突出，例如“京沪之

争”。第二，同一发展水平的地方政府，特大城

市、大城市、小城市等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地

方政府往往面临相似的公共政策问题，地位与

发展机会之争也成为政策竞争的主要驱动力。

其中，省会竞争就是对政治资源和发展优先权

争夺的重要体现，如“青济之争”。第三，相邻

的城市政府，聚集效应常常引起对公共产品和

公共服务的政策竞争，“成渝之争”就是西南区

竞争的典型范例。第四，职能相同的城市政府，

旅游型城市、文化型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存在着

对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竞争，相关领域内出台

的公共政策更易在这些主导性职能相同的政府

间进行扩散。

（二）外在动因

1.行政指令      行政指令是带有中国本土

色彩的说法，在西方国家的政策动因分析中更

倾向于将其表 述为“强制”。在我国，地方政

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一切重大事务的决

策权也由中央享有，地方不过是行政指令的传

导中介。[23]虽然地方政府也可以自主选择政策

创新，但可能面临最终不被中央政府认可的风

险。[9]因此，在压力与合法性的驱动下，上级政

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更易通过权威性的行政指

令促进公共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与推行。“中

央集权”下形成的“金字塔”式政府架构使得中

国的府际关系拥有不同于西方联邦制的特点。

其中，中央领导下的垂直关系就是行政指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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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政策扩散的重要基础，而“地方试点+全国

推广”便成为了一种典型的政策扩散模式。我

国行政指令对政策扩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

一，上级政府及部门通过“红头文件”直接嵌入

下级政策制定者的政策议程活动，推进政策扩

散；第二，上级政府及部门直接介入政策本身，

推动公共政策内容的直接扩散。[3]

2.公民      公民作为社会建构机制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我国，虽然其赖以生存的“公民

性”发育程度并不成熟，但其政策主体地位却

随着过去30多年里公民社会的发展逐渐提升。

公民力量使政府决策基本告别了“拍脑袋”时

代。在具体的政策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当一项

公共政策足以引起公民的广泛关注并讨论时，

公民往往会毫不吝啬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

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形式的支持或抵制行

为影响政 策扩散，可以说 从政 策采纳到推行

都有公民力量的显著影响。如福建厦门的PX

项目就是以市民群体抵制，直到厦门市政府宣

布暂停工程而告终，留下了政府与公民互动的

经典范例。

3.媒体      媒体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在现

代社会中已发展成公民进行信息沟通的主要

渠道，被称为第四第五媒体的互联网和手机更

是成为最 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治理工具。[2 4]

媒体作为政策扩散过程中公民意见的交流平

台，其作用主要是将公民的政策意见带到政策

制定者的决策系统中，在网络平台实现多方信

息的聚集效应，进而整合成政策决策者所需的

“民意”资源。媒体影响政策扩散基本遵循如

下路径：政府发布一项与民相关的政策内容，

非专业的普通公民借助媒体平台广泛讨论并

互动，进而上升为热度公众议题，对政府的政

策制定形成一股舆论压力；公民的自由表达与

媒体传播的时效性促使政府关注相关问题，甚

至纳入到政策系统中；政 府基于媒体所表 达

的公民意见寻求与借鉴其他城市的政策创新。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

见稿)》就是政府通过网络媒体，问政于民，从

而进行政策制定的过程。当然还存在另一种路

径，即公民通过网络媒体自觉跟踪、发表针对

某个社会问题的看法，介绍已有的典型政策，

进而在网络上不断发酵，形成网络舆论，给予

相关政策主体压力，从而推动政策问题的不断

更新与解决。

4.社会组织      本文所指的社会组织主要

是社会非营利组织，是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

“第三部门”。[25]但社会组织的现实发展并未

与学术界的关注成正比。相反，由于制度、资

金等支持力度的缺乏，不仅其自身发展出现瓶

颈，也难以发挥对政策扩散的建构作用。社会

组织对政策扩散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即集体力量的发 挥和桥梁中介的作用。一方

面，作为一个有组织目标、专业性强的社团，对

特定社会问题往往具 有更高的敏感度与关注

度；并与不同区域、不同团体有着频繁的民间

往 来，这是政府官方渠道不能代替的重要政

策沟通方式。因此，在政策扩散过程中，社会

组织可能会对有关本行业、本部门的政策问题

比政府组织拥有更灵敏的把握与关注，也可能

先于政府部门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意见或

建议，进而影响政策扩散进程。另一方面，社

会组织也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桥梁，把公民对

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和批评等集中起来，

通过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协调对话的形式

传递给政府，从而参与到政策制定中，实现社

会组织与公民、媒体对政策扩散共同的建构作

用。但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这两种功能都未得

到正常发挥。

5.公共事件     所谓公共事件，主要指突然

发生的、对社会公众产生生命、财产、环境、社

会安全等方面消极影响的社会性紧急事件，主

要发生在自然灾害、环境卫生和公共安全等领

域。[26]我国已进入公共事件突发的高峰期，从

政策角度看，公共事件是将重大社会问题转化

为政策问题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在公民与媒

体的双重推动下，公共事件已成为政策扩散发

生的重要驱动因素。公共事件的群体性、危害

内在驱动还是外在拉动——“药品零加成”政策扩散的动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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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公共性使得公共事件的影响力总能突破

地域限制，发生空间上的扩散。由此形成的制

度化危机管理、应急管理政策也能发挥 较为

长久的稳定性，为同类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理提

供及时的制度保障以及人员、资金和设施的支

持。从而尽可能减少或消除社会危害，防止公

众的过度恐慌情绪，达到及时处理问题并且稳

定社会的目的。

上述 2 类动因、8 种因素共同建 构起了我

国的政策扩散动因分析框架。总而言之，各要

素很 难单 独发 挥影响力，而是在相互作用中

共同影响政策扩散。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利用

该动因解释框架对“药品零加成”政策进行具

体分析。

三、“药品零加成”政策扩散的
动因分析

（一）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药品零加成”政策从2009年出台至今，

其实施范围已基本覆盖全国各个省份。其中，

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城市有200个，包括国

家正式公布的四批试点城市（第一批16个、第

二批17个、第三批66个、第四批100个，共199

个），以及作为全国“药品零加成”政策样板的

北京市。以上这200个城市构成了我国“药品零

加成”政策实施和政策扩散的缩影，也是本文

选取研究对象的来源。综合考虑样本量大小、

城市间的地区分布平衡、经济发展差异、城市代

表性等因素，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本文

从200个城市中选择了30个作为本文的研究对

象，包括11个东部城市、10个中部城市和9个西

部城市，并具体划分为4个政策扩散阶段（详见

表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主

要来源于“药品零加成”政策的示范城市，但这

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才开始

改革。统计分析显示，在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

中，有9个（大约30%）城市在被列为国家试点

之前就已经施行“药品零加成”改革。例如，南

京在2011年便开始在县级医院推行改革，但直

到2015年才被确定为第三批试点城市；济南在

2012年也开始推行改革，但直到2016年才被确

定为第四批试点城市，以此推动“药品零加成”

政策在山东全省的推广。除此之外，改革先于试

点或自主推行改革的城市还包括唐山、重庆、东

莞、合肥、嘉兴、襄阳和北京。这说明了试点并

不是“药品零加成”政策扩散的唯一原因，而是

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值得对其动因进行分析。

表1    研究样本构成与分布

阶段 时间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总数

第一阶段 2010.2.23 厦门，上海，北京 芜湖，株洲 西宁，遵义 7个

第二阶段 2014.5.9 天津，珠海 唐山，长春 重庆，鄂尔多斯 6个

第三阶段 2015.5.21 威海，南京，东莞 齐齐哈尔，合肥，武汉 呼和浩特，贵阳，吐鲁番 9个

第四阶段 2016.5.12 济南，嘉兴，中山 张家口，襄阳，湘潭 拉萨，哈密 8个

总数 11个 10个 9个 30个

资料来源：《卫生部等五部委部署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关于确定第二批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及

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确定第三批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及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确定第四批公立医院

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及有关工作的通知》。

注：北京在2012年便开始推行“药品零加成”政策，其改革经验也将在全国进行示范推广，具有代表性，故将其

列为研究对象，纳入到政策扩散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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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研究中将基于上文提出的政策扩散

动因分析框架，综合使用国家政策文件、地方

政策文件、学术论文、新闻报道、访谈记录①等

一手和二手数据资料，分析“药品零加成”政策

在30个样本城市间扩散的动因，以及这些动因

发挥了什么作用。

（二）“药品零加成”政策扩散的内在动因

分析

政策扩散内在动因包括模仿、学习和竞争

三种。其中，模仿与学习在理论上属于两种不同

的动因机制，但在实际的政策分析中很难将两

者完全区分。总体而言，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

第一批试点城市在开展“药品零加成”改革时

完全受行政指令驱动，没有任何政策经验可供

模仿和学习。然而，从第一阶段试点到第二阶

段试点中间相隔了4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第

一批试点城市已经在不同区域形成了可供模仿

和学习的阶段性的政策实施经验。因此，从第

二批试点城市开始，它们在实施“药品零加成”

政策的过程中不再是完全的“摸着石头过河”，

都或多或少地模仿和学习了第一批试点城市的

经验。换言之，除厦门、上海、芜湖、株洲、西

宁和遵义6个城市外，其余的24个样本城市的

政策扩散都受到了学习与模仿动因的影响，比

例高达80%。其中，通过比较各城市出台“药品

零加成”政策的时间可知，唐山、重庆、南京、

东莞、合肥、济南、嘉兴和襄阳9个城市在被国

家正式确立为试点城市之前主动进行了政策扩

散，是受模仿和学习动因主要驱动的城市，占到

26.7%。这9个城市的新闻媒体对第一批试点城

市的改革进行了大量报道，它们出台的“药品零

加成”政策与第一批试点城市的政策有很强的

相似性，可见模仿和学习在政策扩散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从地域上看，模仿和学习对“药品零加成”

政策在研究对象间扩散的影响具有以下特点。

在政策扩散的第一阶段，东、中、西部地区分别

形成了以厦门和上海、芜湖和株洲、西宁和遵义

为核心的政策圈，由此达到先积累政策经验、

再实现大范围推广的试点目标。在此之后的政

策扩散阶段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扩散特征，“邻

近效应”、“聚集效应”表现明显，即“某城市所

在省份内其他城市采纳社会政策的比例越高，

该城市采纳该社会政策的概率也会越高”。[9]东

部地区具体可分为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3个

“药品零加成”政策圈，这与经济圈的划分是

完全一致的。环渤海“药品零加成”政策圈以

北京和天津为政策核心，其所做出的政策示范

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在实施方案与进度的选

择上也相对完整成熟，因此带动了整个华北地

区，包括威海、济南等城市的政策模仿和学习。

长三角“药品零加成”政策圈以上海为核心，其

模仿和学习效益主要波及到了江苏和浙江两

个省份，包括南京、嘉兴等城市。其中，2015年

5月，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将营利性民营医院纳入

“药品零加成”政策，在政策扩散过程中实现

了政策创新，是一种全新的政策学习成果。珠

三角“药品零加成”政策圈以厦门和珠海为核

心，快速扩展到了包括东莞、中山等城市在内的

福建省和广东省。同样，中部和西部地区也遵循

着中心带动边缘区域的扩散路径，例如唐山、

张家口所在的华北区；长春、齐齐哈尔所在的东

北区；芜湖、合肥、株洲、武汉、襄阳、湘潭的所

在华中区；西宁、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吐鲁番、

拉萨、哈密所在的西北区；以及遵义、重庆和贵

阳所在的西南区。由此可知，案例中的政策模仿

和学习主要在同类政府中发生，政策也相应在

水平区域的政府间实现扩散；此外，市级政府对

省级政府的政策模仿以及一般的市级政府对省

会城市或特大城市的模仿也十分明显。正如一

位受访者所言：“省里出台一项政策之后，市里

会组织学习相关精神，并紧跟着出台相应的政

①课题组于2016年5月-2017年6月，在北京、武汉、厦门等地的三甲医院，围绕“药品零加成”政策、医务人员工作压力、

医务人员工作绩效等主题开展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医院管理者、行政人员、医生、护士、药剂师、医护人员等。

内在驱动还是外在拉动——“药品零加成”政策扩散的动因分析



深圳社会科学 2021年第4卷·76·

策，政策思想和主体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在具

体规定上会结合地区实际情况略加调整”（访

谈记录WH/20161002/04）①。

与此同时，模仿和学习对“药品零加成”

政 策的影响不仅 表现在不同城市之间，也反

映在各个城市政策执行的不同阶段。我们发现

各地政府往往会结合考虑本地医院的发展情况

和政策执行的目标，对“药品零加成”政策做

出部分调整，如试点医院的区域和等级选择、

取消药品加成比例的选择等，这都是政策学习

的重要体现。例如，厦门市公立医院改革便对

药品加成实施了逐步取消的方案，先于2011年

7月取消药品加成5%；再到2013年3月彻底取

消。[27]这样做既实现了政策目标，又为改革提

供了足够的缓冲余地，避免了可能引起的改革

争议，是一次有效的政策学习示范。

除模仿与学习，竞争是另一个重要的政策

扩散内在动因。我国的政府竞争表现为多种形

式，但究其根本是源自绩效考核。绩效考核和

竞争压力使得管理者十分重视政策扩散，因为

一项成功的政策模仿和政策学习就有可能提升

城市和部门的竞争力，甚至会对个人的绩效考

核和职务晋升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药品零加

成”扩散中，竞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厦

门作为首批试点城市，于2013年率先在全市公

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医院的收益，但却为医院吸引来了更多的

就诊人数，扩大了医院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和

凸显了厦门作为闽西南地区医疗中心的地位。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自厦门开始推行政策

后，许多大型公立医院的就诊人数出现了明显

的结构变化，外地就诊患者比例明显增加，外

地来厦门购药的患者人数显著增多，这无疑给

周边城市的医院造成了无形的巨大压力”（访

谈记录XM/20170608/09）。由此可见，“药品零

加成”政策在厦门的实施，加剧了闽西南地区

医疗资源的竞争，也因此促使“药品零加成”政

策从厦门扩散到省内的福州、泉州、三明，甚至

是广东省的珠海、深圳等城市。这也证明了朱旭

峰的观点，“当一个城市政府采纳了一项政策创

新，对于处于相同晋升竞争环境中的省内其他

城市来说，就形成了一种“横向竞争压力”，从

而导致其他城市也纷纷采纳类似的政策”。[9]

与此同时，竞争是一种更为内在的驱动机

制，在具体的政策扩散过程中，可能会以政策模

仿或政策学习的形式表现，但竞争更加强调政

策资源的稀缺性、公共性和流动性，会从实质上

加速政策扩散的进程，改变政策扩散的方向与

范围。在本案例中，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对

全国性医疗资源的竞争；重庆、贵阳等大城市

对西南地区医疗资源的竞争；合肥和芜湖、鄂

尔多斯和呼和浩特以及威海和济南等城市对各

省医疗资源的竞争都加速了“药品零加成”政

策扩散的进程，并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简言

之，除第一批试点（不包括北京）的6个城市外，

其他城市都受到竞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其

中，天津、珠海、长春、重庆、南京、合肥、武汉、

呼和浩特、贵阳、济南这10个省会城市与大城

市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城市的“药品零加成”

政策也推行得更加彻底。

（三）“药品零加成”政策扩散的外在动因

分析

政策扩散外在动因包括行政指令、公民、

媒体、社会组织和公共事件五种。“药品零加

成”政策扩散是典型的“试点+推广”的模式，

行政指令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本文的30个研究对象全部受到了行政指令的影

响，达到了100%的比例。在推行“药品零加成”

改革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

发布行政指令，传递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顶层设

计，推动政策自上而下、由点及面的扩散。在国

家层面，最具代表性的行政指令包括启动期的

①访谈记录编码说明：WH为城市的简称，20171002为访谈的具体时间，04为访谈对象序号，下文出席的访谈记录采

用相同的方式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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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试点期的《卫生部等五部委部署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关于确定第二批公

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及有关工作的通

知》《关于确定第三批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

试点城市及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确定第四

批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及有关工作

的通知》以及推广期的《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等。以上行政指令在

宏观层面规划了“药品零加成”政策的实施时

间与实施地点，构建了政策扩散的整体框架。

在此基础上，省级政府又在各自辖区出台了地

方性文件，在微观层面将政策进一步具体化、

细则化，奠定了政策扩散基础。例如，湖南省卫

生计生委于2015年1月发布的《湖南省推进县级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意见》规定，“全省87个

县（市）公立医院、中医医院（含中西医结合医

院、民族医院）分三批启动全面综合改革，取消

药品加成”。[28]至此，包括长沙、湘潭等城市纷

纷响应省政府政策开始推行或全面推广“药品

零加成”政策。此外，从政策合法性的角度看，

省政府的政策出台更加坚定了地方政府进行政

策扩散的决心并加强了推广力度。2015年7月，

福建省医改办、卫计委、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出

台了《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药费用过快增长的

实施意见》，要求降低全省药占比，并对公立医

院控费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其结果与院长年薪

和医技人员的工资挂钩。[17]在中央政府以及省

政府的双重政策压力下，福建省的各城市也纷

纷走向了政策改革之路。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

“政策之前，是否推行相关改革还可以自由选

择；在政策出台之后，就是行政指令，是政治任

务，必须坚定地观察执行上级的政策”（访谈记

录GZ/20170426/07）。

在传统观点中，与内外动因和行政指令相

比，其他外在动因政策扩散过程中的作用要弱

得多。由此，很多学者都将包括公民、媒体、社

会组织和公共事件等在内的因素统称为社会建

构机制，并不进行具体区别与分析。但是，随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公民、

媒体、社会组织都将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对

政策扩散发挥更重要的影响。这一趋势在本案

例中已经有所体现。“药品零加成”政策处于一

个立体交互的政策扩散网络中，从政策的制定

和出台再到推行和扩散，这整个过程都要受到

公民、媒体、社会组织和公共事件的不同程度

的影响。“药品零加成”政策的狭义影响对象是

患者，广义影响对象则是全体公民。取消药品加

成将直接降低患者的医疗支出，但也有可能对

医务人员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降低医疗

服务质量。因此，“药品零加成”政策能否缓解

“看病贵”的问题，公民对“药品零加成”政策

是否支持，都将影响政策的扩散。从实际情况

看，患者对于“药品零加成”政策整体上持赞同

和较为满意的态度。在实际调研中，有85%的受

访患者表示“药品支出有所下降，减轻了他们的

费用负担”。除此之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专

家学者在其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药

品零加成”政策扩散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相隔4年多，在此期间，专家学者对政策内容、

实施效果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入严谨的

分析，其研究成果和意见是政策扩散的重要

依据。

在现代社会，媒体作为中介平台，进一步

提升了公民的政策参与度。因此，媒体在“药品

零加成”政策扩散中同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媒体公布的展现政策实施效果的数据，如

药占比的下降比例、患者医疗支出的下降比较、

医院的效益变化等都是对政策实施效果的间接

证明。除了对政府政策的分析与解读，媒体还

对实施改革的公立医院医务人员以及前来就诊

的患者进行调查、访谈，这种反映医疗费下降

对患者和医院影响的报道几乎占到我们所搜集

的新闻报道的40%。例如，《经济参考报》的记

者在已经取消药品加成的福建、湖南、四川等省

采访发现：群众就医负担普遍减轻，但一些地

方由于改革“单兵突进”，也出现了配套补偿举

措不到位导致公立医院“自掏腰包”填缺口、取

内在驱动还是外在拉动——“药品零加成”政策扩散的动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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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药品加成导致低价药“招标死”等现象[29]。这

项报道从正反两面剖析了“药品零加成”政策

对群众和公立医院的不同影响，从而为政策主

体在决定是否采纳这项政策时提供了更加具体

真实的有效信息，对政策扩散产生实质影响。

此外，借助自身的影响力，媒体将医院、患者和

政府的相关信息整合发布，可以使公民、行业

专家等不同群体对这项政策形成一个更加全面

客观的认识；也有利于将不同地区的政策经验

进行交流总结，为其他相对落后、还未进行政

策改革的地区政府提供建议与方向，改变其观

望态度，从而进一步推动政策扩散。因此，虽然

媒体在政策扩散中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但却能

对扩散的范围与进度产生显著影响。正如一位

受访者所言，“在媒体的报道下，公民对于‘药

品零加成’政策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也加强

了他们对这一政策的关注度，这对于没有实行

改革的政府和医院都是一种压力”（访谈记录

BJ/20160802/05）。

虽然公民和媒体的作用有所提升，但社会

组织在我国的发展仍处于缓慢并脆弱的发展时

期。试图让一个“弱势力”去影响公共政策，在

现阶段显然比较困难。因此，社会组织在本案

例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除此之外，还存在

一个客观因素，因为改革涉及的主要是公立医

院的药品定价，尚没有专业的社会组织，与其他

社会组织的关联性不强。至于公共事件，上文

曾提到我国已进入了公共事件高发期，医疗领

域又是公共事件的频发领域——“医闹事件”

就是一个缩影。2005年，哈尔滨550万天价医药

费事件将“看病贵”和乱收费问题无情地披露

出来，引起了政府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在一

定程度上促成了“药品零加成”政策的出台。在

“药品零加成”政策实施后，媒体并未报道由

于药价、医疗费用等问题而爆发的医患冲突，这

从该层面反映了政策实施的效果。然而，2016

年的湘雅医院天价医疗费事件，也使我们认识

到“药品零加成”政策仍任重而道远，需要在

政策扩大的同时，强化政策执行和政策创新。

总而言之，公共事件一般在政策扩散中起到导

火索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若在政策实施过

程中并未发生严重的公共事件，则说明了这项

政策的有效性与可行性。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

“当前，不论是医院改革还是医生的言行都十

分谨慎，就怕一不小心引发公共事件，从而对

医院和个人造成不可逆的打击和伤害”（访谈

记录XM/20160608/11）。

虽然社会组织与公共事件在本案例中没有

显著影响力，但在其他的政策扩散案例中却产

生了决定性作用：如2003年的“非典”事件促

成了我国的应急管理以及一系列公共卫生安全

解决措施与制度的实施，并自上而下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了应急预案管理系统。2003年，以“绿

家园”“云南大众流域”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发起

了一场“怒江保卫战”的运动，广泛发动媒体、

公民和社会各界力量，最终搁置了箭在弦上的

怒江建坝工程，从实质上改变了建坝政策的实

施，并为其他同类的政策扩散提供了社会组织

参与的典型示范。

四、结论

基于文献研究，本文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政策扩散动因分析框架，对30个城市“药品

零加成”政策扩散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

“药品零加成”政策扩散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

结果。从整体上看，内部驱动的作用要大于外部

拉动的作用，但外部动因中的行政指令是内外部

所有动因中对“药品零加成”政策影响最大的动

因，这符合我国“试点+推广”政策扩散模式的

动因影响规律。第二，本文构建的政策扩散动因

分析框架对于“药品零加成”政策扩散具有较

强的解释力。在框架所列的8种动因中，模仿、学

习、竞争、行政指令、公民和媒体这6种动因发挥

了显著作用；而社会组织和公共事件则并未在

本案例中产生重要影响力，这说明我们在分析中

国公共政策的扩散时可以使用这一理论框架，

从8种内外部动因入手解释政策扩散的过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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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扩散往往会形成一个立体的政策沟通

网络，政策扩散内外部动因并不单独发挥影响

力，而是基于政策扩散模式，在相互作用中共同

塑造并改变着政策行为、扩散进度与扩散结果。

如“试点+推广”模式一般以行政指令为主要动

因；由地方自主创新引起的自下而上的推广模式

则以学习、模仿或者竞争为主要推动力。

与此同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

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第一，“药品零加

成”政策实施至今已经覆盖200多个城市，本文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30个城市作为分

析样本。虽然在样本选取时尽量考虑了样本的

代表性，但囿于样本数量较小，样本的代表性

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二，本文在进行案例分

析时，尽可能地收集和使用了多种一手和二手

资料，但仍可能存在资料收集不全的问题。第

三，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从内部动因和外部动

因两个维度所包括的8个方面构建了中国特色

的政策扩散动因分析框架，并对“药品零加成”

政策扩散的动因进行了分析。虽然研究表明，本

文构建的政策扩散动因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解

释力，适用于中国公共政策扩散分析，但我们也

意识到“药品零加成”政策扩散的动因可能并

不仅局限于以上8个方面，仍存在我们尚未挖掘

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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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Drive or External Pull: Motivation Analysis of "Zero-markup Drug" 
Policy Diffusion in 30 Cities

DENG Jianwei, HAO Xueting, TIAN Huilin & YANG Tian'an

Abstract: The theory of policy diffusion motivation has been relatively mature, but still lack of the 
policy diffusion analysis framework applicable to China. Besides, the cas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iffusion of specific policies are still relatively scarce, which is unfavorable to test and perfect the 
existing opinion.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we tease out a framework of policy diffusion 
motivation for our country, and combined with field interviews and other materials to analyze diffusion 
motivation of "zero-markup drug" policy between 30 cities in China.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iffusion of 
"Drug Price Zero-addition" policy is a typical "pilot + promotion" model, which is the result of internal drive 
and external pull together. The frame of policy diffusion motivation has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for it. 
In addition, internal motivation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and other external causes play an auxiliary pulling 
role.

Keywords: policy diffusion motivation; explanatory framework; "zero-markup drug" policy; internal 
drive; external pull


